

【论文本身就是研究，题目中“研究”一词不建议赘述】
智慧城市建设视角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路径
郝向举1,2，李嘉辉1，王进富1
（1.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48；2.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_GoBack]摘要：探究智慧城市如何通过累积效应和互动关系影响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采用陕西省【多少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四螺旋理论为基础，从政府、产业、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市民社会4类创新主体出发，从智慧治理、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对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行评价，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各维度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及其联合效应与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智慧环境、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显著正向效应；（2）智慧经济在推动提高资源环境可承载力中起到关键作用；（3）存在经济拉动型、环境治理型、绿色发展型和创新驱动型等4条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具体可归纳为产业升级推动式和环境规制拉动式；（4）在一定情形下智慧经济与智慧治理、智慧环境之间具有替代关系，智慧经济是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方式。最后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应清晰自身比较优势，并从产业和智慧经济发展、环境规制运用等方面提出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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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chumpeter's innovation theory, the paper talked about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SCC) on the resourc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RECC), 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CC and RECC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and explored the single dimension effect and the joint effect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CC on RECC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fsQCA).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 Smart environment, smart human capital and smart econom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CC. (2) Smart economy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RECC. (3) There are four paths  to improve RECC by SCC, including models of economic pul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driven,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yp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pus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ull. (4)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economy, smart governance and smart environment. 
Key words: smart cit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tellectual econom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Shaanx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21-12-17，修回日期：2022-03-24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陕西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对策研究”（2019KRM072）

【全文根据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RECC）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被损害的前提下，某一地域空间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关键[1]，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的情况下，国家作出了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重大决策部署，尤其强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市空间开发的关系，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指导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与研究工作[2]【无效引用。文献2只是其中某一份出台的文件，不足以反映“一系列文件”，且该表述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3]【政策类文件无需引用】。智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发展与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机制，学者们如张龙鹏等[4]、杜建国等[5]、张营营等[6]和袁航等[7]分别从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视角研究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能力、城市绿色发展、制造业升级、高端人力资本集聚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揭示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作用；但已有相关研究多局限于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源环境影响的净效应，深入反映智慧城市各子系统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以及多子系统的互动关系不足。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智慧经济、智慧环境、智慧治理等多个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会对智慧城市建设产生差异化影响，多系统间的耦合协同更是会引发效应间的互补或替代关系。鉴于此，本研究以陕西省城市为例，定量探讨智慧城市各子系统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的单一效应，并定性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组合效应，以期深刻揭示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可持续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路径。
1  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
1.1  智慧城市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智慧城市是传统城市演变发展的新形态，是一种基于社会科技进步和组织变革的重大创新，将会驱动城市跃升到高级形态。熊彼特【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的创新理论指出了创新的5个方面：研发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性、改进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学界将这5个方面归纳为5个创新，分别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而智慧城市是融合了这五大创新效应的城市发展模式[8]；Patrizia等[9]将智慧城市分为智慧治理（smart governance）、智慧生活（smart living）、智慧环境（smart environment）、智慧人力资本（smart human capital）和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5个维度。厘清以上各维度与五大创新效应的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智慧城市如何通过累积效应和互动关系影响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四螺旋理论进一步解释智慧城市的5个维度如何通过五大创新效应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包括：
（1）智慧治理与资源配置创新效应。智慧治理是指利用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组织机构互通互联，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10]。智慧治理强调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化和信息化的产物与社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深入互动，优化企业各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实现社会生产的精准化，避免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浪费原材料，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2）智慧生活与产品创新效应。智慧生活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构建的一种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相互连接的新型网络模式。发展智慧生活使得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更多地由个体委托机器自动实现，提高人们对智能绿色家电及交通方式的喜爱，推动企业加大新能源技术相关的绿色智能产品供给，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1]。
（3）智慧环境与技术创新效应。智慧环境是指通过借助新技术，改善生态系统健康及评价，满足人的个性化环境需求和群体环境利益诉求。智慧环境强调利用智能监控、智能传感器等智慧监测因子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密切关注与企业排污活动有关的水、大气等资源信息，提高企业污染排放标准，鼓励企业对污染减排技术和产品生产技术进行全方位升级，进而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2]。
（4）智慧人力资本与组织创新效应。智慧人力资本是指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创造性人才通过学习、培训和研究等方式所获得的知识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与增值[9, 13-14] 【不规范引用！不应泛泛堆叠所阅读过的文献。哪个具体表述引用了哪篇文献？该表述是否为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智慧城市建设会加速智慧人力资本的聚集。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为高端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多元化的机会；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对高端人才的刚性需求也使之成为高端人才的集聚中心[7]。迫于人才间隐性知识向组织内部知识转化的需求，企业往往采用科学的信息管理模式，加速组织结构由传统线性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提高信息流动及知识增值速度，高效地生产出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和居民生活需要的绿色产品，降低对资源的损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5]。
（5）智慧经济与市场创新效应。智慧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空间的革命化扩展，即利用新技术和新工艺，从供给层开辟市场经济的新空间，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同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会加速市场空间的扩展，新兴市场内供给和需求呈螺旋式上升，从而激发市场创新效应。在供给层先行推动和需求层后续拉动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高污染、高成本和低附加值产品生存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进而促使企业的产品创新升级过程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6]。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智慧城市5个维度的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1.2  智慧城市视角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提升路径
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不恒定的，技术更新及信息流通的加快等城市发展会打破原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和约束。
（1）科技创新能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智慧经济发展、智慧生活体验增加和智慧人力资本集聚会不断强化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其中，智慧经济是核心，通过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并发展人力资本，实现供给层结构优化和需求层结构升级，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方面，高经济发展水平使公众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激发公众对智能化、绿色化生活的向往，促使企业加大新能源技术相关的绿色产品供给；另一方面，经济智慧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高效的信息流通机制会通过回波效应发挥人才集聚作用，引发企业的组织模式转型，加快要素资源流动速率，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同时提高企业精准响应公众绿色产品需求的能力，通过减少污染排放和资源耗费，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7]。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智慧经济、智慧生活和智慧人力资本的发展组态能够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2）环境规制水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智慧环境、智慧治理和智慧经济会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智慧环境来看，智慧城市利用智能监控和传感器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控企业污染排放；从智慧治理来看，智慧城市通过完善生态化管理与服务建设，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环境状态的智能监控[18]；从智慧经济来看，智慧城市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激发公众对绿色生活的需求，倒逼企业主动开发绿色产品从而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此作用组态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的核心在于智慧环境的建设，一方面智慧环境可与智慧治理结合，通过检测设备布局城市生态化协同治理体系，优化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避免过度污染排放和资源损耗[8]；另一方面，智慧环境可与智慧经济结合，通过智能监控等正式规制及公众绿色需求的非正式规制共同发力，挤压高污染产品的生存空间，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的发展组态能够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H3b：智慧环境和智慧经济的发展组态能够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逻辑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和数据来源
2.1.1  结果变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RECC）
以陕西省【多少个？】地级以上城市（以下简称“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借鉴尚勇敏等[20]、Bao等[21]的研究，从经济社会承载能力、资源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三方面构建RECC测量指标体系，并构建状态空间简化模型来衡量现实承载能力与理想承载能力的关系（见表1）。其中，正向指标采用指标值与理想值的比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负向指标采用理想值与指标值的比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理想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陕西省“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陕西省“十三五”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规划》《陕西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陕西省“十三五”土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陕西省“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规划》等发展规划及政策文件确定，RECC≤0.9、0.9<RECC≤1.0、RECC>1.0分别代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过载、临界超载和可载。
【表1中的权重相加不等于1，请核实改正】
表 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理想值
	属性
	权重

	经济社会承载能力
	经济承载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元
	65 282.000
	＋
	0.044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600%
	＋
	0.123

	
	社会承载
	城市道路面积率
	15.000%
	＋
	0.049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6.070
	＋
	0.019

	
	
	城镇登记失业率
	3.280%
	−
	0.036

	
资源承载能力
	
水资源
	
人均水资源/（m3/人）
	
1 174.500
	
＋
	
0.15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GDP）用水量/（t/万元）
	42.470
	−
	0.046

	
	土地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亩/人）【亩为废弃单位，按公顷或平方千米单位执行；相关数值同步修改】
	1.313
	＋
	0.042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m2/人）
	18.260
	＋
	0.07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8.900%
	＋
	0.058

	
	能源资源
	单位GDP能耗/（t标准煤/万元）
	0.582
	−
	0.048

	
环境承载能力
	
自然生态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80.000%
	
＋
	
0.014

	
	污染排放强度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t/万元）
	5.963
	−
	0.114

	
	
	单位工业增加值SO2排放量/（t/亿元）
	59.970
	−
	0.105

	
	环境治理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5.000%
	＋
	0.014

	
	
	一般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73.000%
	＋
	0.02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5.000%
	＋
	0.015

	
	
	排水管道密度/（km/km2）
	9.000
	＋
	0.020



2.1.2  条件变量——智慧城市建设水平（SCC）
基于Patrizia等[9]建立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四螺旋理论为基础，从政府、产业、高校研究机构和市民社会等4类创新主体出发，选取智慧治理（SCC1）、智慧生活（SCC2）、智慧环境（SCC3）、智慧人力资本（SCC4）和智慧经济（SCC5）作为主要评价指标。采用归一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属性
	权重

	智慧治理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55

	
	单位GDP能耗/(t标准煤/万元)
	−
	0.03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t/万元)
	−
	0.111

	智慧生活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万户
	＋
	0.116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量/万户
	＋
	0.117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
	0.0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
	＋
	0.020

	智慧环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14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
	0.013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0.013

	智慧人力资本

	R&D经费投入强度
	＋
	0.115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重
	＋
	0.013

	
	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
	0.1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
	0.116

	智慧经济
	人均GDP/元
	＋
	0.042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50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0.019



2.1.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2015－2019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及样本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且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有误差，是一种被学者普遍认同的分析工具。考虑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可能存在长期影响，因此，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滞后1～3期，构建影响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ε1、ε2、ε3、ε4分别代表残差，L.RECC、L2.RECC、L3.RECC分别代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滞后1期、2期、3期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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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16][bookmark: _Toc25846][bookmark: _Toc20059][bookmark: _Toc9756][bookmark: _Toc9909][bookmark: _Toc18458]图 2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影响机制模型

2.2.2  定性比较分析法
[bookmark: OLE_LINK95]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以布尔代数运算和集合论的思想为基础，通过组态的方式分析复杂案例，探究各因素间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是一种兼具定性与定量优势的分析方法[22]。定性比较分析契合了管理领域研究问题的复杂因果关系与结果非对称的特点，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等多种形式。其中，csQCA中的变量取值为二分变量；fsQCA可以通过校准将变量转化为0～1之间的连续变量。智慧城市建设的各维度水平是连续的，因此，本研究选择fsQCA进行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受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当前，样本城市的智慧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因此未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在智慧城市建设之初，智慧生活会激发民众对绿色生活的需求，企业为回应公众需求必然会投入大量资源于绿色产品研发，因此智慧生活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随着相关技术的完善及研发效率的提升，这一负向效应也逐渐减弱，因此智慧生活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显著负向影响逐年减弱。智慧环境、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会在不同年份中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与H1一致。如果从单因素的净效应角度出发，则应大力建设智慧环境、大力发展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将少量的资源投入到智慧治理和智慧生活中，但这一结论并不能为现实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智慧生活是人民对智慧化需求的集中承载，忽视人民需求会使智慧城市建设退化为一套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成为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而难以成为资源环境改善的新动能[23]。智慧治理是借助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协调多方主体管理共同事务的总和，【赘述】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方式，能够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智慧治理与其他要素协同发展，更有可能产生“1+1>2”的效应。鉴于此，有必要探索多因素联合互动后提升智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完整路径，以全面揭示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用机理，为政府提供体系化智慧城市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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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因素
	RECC

	
	当年
	滞后1年
	滞后2年
	滞后3年

	SCC1
	—
	—
	—
	—

	SCC2
	−1.703
	−1.431
	−0.736
	−0.774

	SCC3
	—
	0.269
	—
	—

	SCC4
	1.848
	1.440
	—
	—

	SCC5
	—
	0.248
	0.297
	—


注：—表示结果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

3.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bookmark: _Toc3538]3.2.1   数据校准
在fsQCA中，每一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可视为一个集合，每一个案例在这些集合中均有隶属分数，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就是校准。未校准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只能反映两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相对高低，而校准后的数据可以显示出某一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隶属于高或低。锚点设定通常有（10%，50%，90%）（20%，50%，80%）（25%，50%，75%）等3种方案，参考Rihoux等[24]的研究，将3个锚点分别设置为下四分位数（25%）、中位数（50%）和上四分位数（75%）。在此情况下，RECC≥1.09为资源环境可承载，这与理想值RECC>1.0代表资源环境承可承载一致，因此，得到的提升路径具有更高的可行性。样本城市各变量校准锚点取值如表4所示。
[bookmark: _Toc2096][bookmark: _Toc30189][bookmark: _Toc10038][bookmark: _Toc3735][bookmark: _Toc10824][bookmark: _Toc29483]表 4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校准锚点具体取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RECC
	1.09
	0.94
	0.77

	条件变量
	SCC1
	0.98
	0.90
	0.85

	
	SCC2
	0.19
	0.12
	0.10

	
	SCC3
	0.86
	0.79
	0.71

	
	SCC4
	0.14
	0.12
	0.10

	
	SCC5
	0.52
	0.40
	0.24



3.2.2  实证结果
首先检验单个条件是否构成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必要条件，即判断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依据？】，则可认为该条件变量就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采用 fsQCA 3.0软件中的calibrate程序进行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故不存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必要条件。
表 5  样本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必要性检验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SCC1
	0.518 2
	0.558 8

	SCC2
	0.517 6
	0.522 2

	SCC3
	0.631 5
	0.622 1

	SCC4
	0.652 1
	0.661 4

	SCC5
	0.454 5
	0.461 4



在此基础上，通过组态分析探究哪些条件变量的组合是导致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充分性解释。与必要条件的测度不一样，充分关系用清晰集合表示，一致性阈值为0.600，样本阈值设置为1.000【依据？】。由表6可知，样本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的4种组态的一致性均超过0.600，且总覆盖度达到0.738，说明这4种组态很好地解释了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原因。
表 6  样本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路径
	变量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智慧治理
	⊗
	⊗
	◉
	○

	智慧生活
	◉
	○
	⊗
	⊗

	智慧环境
	⊗
	◉
	◉
	○

	智慧人力资本
	◉
	⊗
	⊗
	⊗

	智慧经济
	◉
	◉
	○
	◉

	一致性
	0.725
	0.629
	0.784
	0.763

	原始覆盖度
	0.181
	0.268
	0.145
	0.306

	唯一覆盖度
	0.160
	0.102
	0.027
	0.106

	总一致性
	0.600

	总覆盖度
	0.738

	路径类型
	创新驱动型
	绿色发展型
	环境治理型
	经济拉动型

	代表城市
	西安（2015－2019年），
榆林（2015－2019年），
延安、宝鸡、咸阳（2019年）
	安康（2017－2019年）、
延安（2015年、2018年）、商洛（2019年）
	安康（2015－2016年）、
铜川（2015年）、
汉中（2019年）
	延安（2016－2017年）、
铜川（2016年、2018－2019年）


注：◉表示此变量存在，⊗表示该变量缺席，○表示变量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
（1）单一组态分析。根据4种组态中驱动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的核心变量，将4条路径分别命名为“创新驱动型”“绿色发展型”“环境治理型”和“经济拉动型”。其中，组态1表明，当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水平较低时，发展智慧生活、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2015－2019年西安等市通过该路径实现了资源环境可承载，H2成立；组态2表明，无论智慧生活水平如何，当智慧治理和智慧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大力发展智慧环境和智慧经济能够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2017－2019年安康等市通过该路径提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H3b成立；组态3表明，无论智慧经济水平如何，当智慧生活和智慧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强化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水平能够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2015－2016年安康等市通过该路径实现了资源环境可承载，H3a成立；组态4表明，无论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水平如何，当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生活水平较低时，大力发展智慧经济能够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2016－2017年延安等市通过该路径提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组态4进一步表明智慧经济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2）条件变量分析。从单个条件变量（横向）来看，智慧经济出现在3个组态中，说明智慧经济发展对于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尤其在组态4中更为显著。智慧人力资本在第一个组态中出现，在后3个组态中缺席，引起了唯一覆盖率（实现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可能性）的显著降低，说明智慧人力资本发展对于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性。智慧治理、智慧生活和智慧环境在不同组态中呈现出不同状态，说明其对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性应分不同组态来看待。
（3）组态关系分析。从组态间的关系（纵-横双向）来看，组态3中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与组态4的智慧经济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说明智慧经济与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无需同时存在便可与智慧生活、智慧人力资本共同导致结果的产生，即“1+1<2”，佐证了智慧经济发展是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方式。
3.2.3  讨论
将以上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4条路径归纳为产业升级推动式和环境规制拉动式两类提升方式。其中，产业升级推动式主要涵盖组态1和组态4两类，指即使智慧环境和智慧治理水平较低或智慧生活和智慧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但只要智慧人力资本、智慧生活和智慧经济或智慧经济单独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就可以使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环境规制拉动式主要涵盖组态2和组态3，指即使智慧治理和智慧人力资本或智慧生活和智慧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较低，但只要智慧环境和智慧经济或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发展水平较高，依然可以使城市资源环境可承载。为进一步探究智慧城市建设视角下这两类路径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在揭示五大创新效应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视角，将五大创新效应凝练为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
（1） 产业升级推动式与配置效应。产业升级推动式主要是以智慧经济、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生活三大体系为主，通过不同组合方式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其背后涉及到市场创新效应、组织创新效应和产品创新效应三大创新效应。深入分析，可将这三大创新效应概括为供给层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从组织创新效应来看，组织创新效应的实质是传统线性结构向网络化、信息化转变，进而减少产业链上中下游人力、物力和信息等要素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内涵型资源错配问题[25]，以产业链中主体结构升级来优化要素间的配置效率，最终推动整个产业向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绿色、智能、科技转型，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产品创新效应来看，创新实质反映了产品设计、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企业及时对市场需求的模糊性作出反应[26]。产品创新的互动关系要求产业链中的企业时刻按照市场需求重新调整内部资源配置，以人民对绿色生活向往的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市场创新效应来看，市场创新是指企业脱离现有市场，挖掘潜在有效需求，开拓新的细分市场[27]，因此，市场细分要求企业对市场需求作出及时反应，快速协调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配置，提供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
组态1是在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发挥政策优势及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智慧生活、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从供给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代表城市是西安市。西安市具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有明显的政策和人才优势，并在智慧产业领域已初见成效。与组态1不同的是，组态4是在智慧生活和智慧人力资本发展较差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智慧经济仍可使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可载状态，典型城市是铜川市。作为因煤而兴、先矿后市的资源型城市，铜川市的工业基础较好，但面临煤炭资源不断衰减、传统产业转型较慢的双重困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差。近年来，铜川市政府充分发挥工业优势，聚焦数字经济，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实体化，以大数据和产业电商作为重要突破口，建成了区域经济枢纽，形成了“六中心两体系”发展格局，推动铜川市向资源型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
（2）环境规制拉动式与结构效应。环境规制拉动式主要包括智慧治理、智慧环境和智慧经济三大体系，涉及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创新效应，可将这三大创新效应概括为需求层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诱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从资源配置效应来看，民众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环保意识也会增强，使得环保组织更加活跃；而环保组织的发展能够加大曝光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力度，倒逼产业链重新调整内部主体结构，对生产工艺、技术模式作出相应调整。夏后学等[28]通过实证检验认为，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调整产业内部结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技术创新效应来看，孙冰等[29]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为维护社会信誉及良好形象，不得不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最终会引发产业链由下至上的变革，推动产业向高级化、绿色化发展，提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市场创新来看，刘建等[30]认为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将会给市场创新提供方向性指导。市场中绿色化产品需求的扩大会加快相关产品的研发，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绿色化发展，引发产业的结构性变革，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理论解释也得到了样本城市的实践发展验证。如汉中市是组态2的典型案例。汉中市为鱼米之乡，但工业基础薄弱、高层次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缓慢，汉中市政府对城市发展定位有充分认识，通过搭建智慧城市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智慧治理转型，实现精细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化的城市智慧管理方式，重点改善市貌整洁、绿化和美化等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以点对点的承接方式实现了城市资源的高效流转。组态4的代表案例是安康市。作为典型农业地区，安康市人才集聚水平不高、治理体系不够完善[31]，基于此，安康市充分发挥自身环境优势，以旅游休闲、新型工业、现代物流业为主导产业，加快开拓绿色经济、循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市场空间，打造“一江两岸、一心多区，山水环绕、桥道贯通”的山水园林、生态宜居城市，探索出了一条绿色发展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道路。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智慧城市建设中任一方面既不能构成使城市资源环境达到可承载状态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引发城市资源环境达到可承载状态的充分条件，资源环境的可承载状态是智慧城市建设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多种因素的互动还会构成不同的作用路径，因而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
（2）产业推动式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的配置效应，是使城市资源环境达到可承载状态的重要支撑力量。产业推动式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主要指企业由于自身发展需求及市场需要，自发地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或调整现有组织结构，从供给层引发变革，促使各要素流通方式趋向合理化、高效化。这也说明并非只有开发新型能源才能改善自然资源日趋紧缩的局面，也可以通过对现有资源利用方式进行调整来缓解自然资源紧张的矛盾。
（3）环境规制拉动式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的结构效应，是推动城市资源环境达到可承载状态的重要方式之一，从需求层引发人们对智能、绿色生活的向往，拓宽现有市场空间，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规制方式促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供绿色产品，降低生产中的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各地区应清晰自身比较优势，以适宜的智慧城市建设方式提升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出相关建议具体如下：
（1）立足智慧经济，推动产业发展。当城市经济发展较好，能够吸引外来人才且居民生活质量较高时，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地区经济优势，大力发展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生活，将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相联系。鼓励企业向信息化、去中心化结构转型，提高企业快速精准响应民众需求的能力。此外，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倡导绿色出行、绿色用能等生活方式，激发民众对绿色生活方式和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从而促使企业自发加大对绿色技术和产品的投入。
（2）当经济发展较缓时，应从需求层出发，有意识地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环境规制相联系。首先，从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出发，通过新的科技手段监控企业的污染排放，同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支持企业环保技术的研发，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报酬。其次，从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着手，通过网络宣传、城市规划等方式增强人们对绿色化、智慧化生活的追求，加强对非正式环境保护组织的支持，鼓励民众对企业进行监督，倒逼企业提供绿色产品。 
（3）大力发展智慧经济，以作为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条件。智慧经济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作为城市资源环境达到可承载状态的充分条件，这是由于智慧经济所引发的市场创新效应既能够从供给层推动产业升级，又能够从需求层带动环境规制，从而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不断缩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保障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提升城市的智慧经济发展潜力，增加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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